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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珊
提 要 在北宋农田水利法推行时期，各地因区域经济状况与社会特点不同，地方政府
决策与实施情况不同，使得水利工程建设的成效也有很大差异。经济发达的两浙路由于利益
关系复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难以进行;南阳盆地的水利建设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移民政策收效
显著，但河北路作为移民的主要迁出地，区域发展和国防建设却受到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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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事业中，农田水利法是一项重要的法规，曾在许多地区引起
较大反响，历来学者多有关注与研究。当时北宋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地理和社会观念
方面常有不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推行，在不同的地区也产生了不同效果。观察这项法规
在各地施行的过程与反响，不单会对研究王安石变法有所补充，更能从中看到北宋中期的
区域差异。因此，本文将对当时农田水利法实施中的若干区域差异和政治、社会状态进行
研究，并以熙丰时期南阳盆地水利工程建设对河北移民和区域发展的影响为例，从各地官
员与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应对中，观察北宋政治环境与人文传统的时代特征。
在此前的农田水利法研究中，宏观方面的论著较多，例如有杨德泉、任鹏杰《论熙丰农
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效益》①，对全国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工程情况做了总体统
计与概括。汪家伦《熙宁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事业》②，李金水《熙丰时期农田水利法取得
的主要成果及其原因》③，马玉臣《试论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与资金问题》④都对相关问
题做了具体研究。典型的个案研究则有周宝珠《北宋时法家农田水利政策在河南唐州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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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①和陈长城等《王安石变法与木兰陂》②等，对农田水利法执行中的个案进行了分析。
一 各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田水利事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由于兴修水利工程
需调用众多人力与资金，工程又涉及征用公私土地等事务，因此常会出现社会效益与个体
利益冲突的现象。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新旧朝代交替时往往出现战乱，人口失散流离，
出现大量无主土地，而新政权建立后，政府组织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通常成效显著。
但在社会趋于稳定后，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基层组织重新建构，形成了新的土地所有格局，
如果此时政府再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往往就会纠葛于各种新利益关系之中，常有动辄
掣肘之虞。北宋建立时的形势又与其他许多朝代不同，它并没有经历过全盘战乱的年代，
而是从相对稳定的旧政权中产生。虽然唐末五代时战乱频发，但各割据政权辖境内部尚
属安定，北宋承继后周政权也只是上层政治的更迭，并没有对基层社会生活产生太多影
响。而在其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各政权军事力量有限，或战或降的过程中，也较少出现因
彻底抵抗而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的现象。所以北宋初年各区域土地利用情况不同，如未经
战乱的太湖平原地区人口密度大，土地利用率高，而伏牛—桐柏山两侧的唐、邓、蔡、汝等
地却因唐末战乱时多为战场，人户凋零，一直处于地广人稀状态。到北宋中期时，国家经
济已有百年发展，但各地区域发展状况很不均衡，农田水利事业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如
唐、邓、蔡、汝等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不足，导致农业经济无法有效发
展，人口外流，形成恶性循环，又进一步阻碍了区域发展。如苏辙所述:
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
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
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
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
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余年。③
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土地未能得到充分开发，使得区域经济落后。而在另一些地
区，却是因地狭民稠，水利工程被侵占为耕地，因此破坏了整体农业环境。如曾巩曾描述
江南宁绍平原上鉴湖的状况: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
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
湖废几尽矣……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
废，繇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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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区农田水利基础薄弱，另一些地区水利工程破坏严重，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开始时全
国农田水利工程的情况。宋神宗也对这一问题较为重视，在其即位当年，就按照中书的建
议，对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基础进行调查，并试图鼓励各处兴修圩塘，以发展农业经济①。
正是基于在这一问题上的同一立场，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农田水利法成了最先实行的新法
之一，得到了宋神宗的充分支持。当时朝廷向各地派出的提举常平官主持当地新法推行
事业，这一职务的全称是“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一场全国范围内
的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就此展开。
在王安石看来，许多区域都存在着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不足的问题，以致延误农业发
展，各州县官员应对此承担责任。② 但修建农田水利工程也有其自身的难度，因为水利工
程建设往往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是会在此后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令灌溉有
序、水土均衡，使农业经济得以在稳定的环境中良性发展。另外，虽然建设农田水利工程
带来的是社会整体效益，但对于民户个体而言，将陂塘占为耕地却可以扩大自家田亩面
积，从而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因此，当陂塘周边的所有民户都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时，
区域整体利益便会受到损害，而当政府决定修建水利工程时，社会效益与个体利益发生冲
突，矛盾便因此产生。所以在农田水利法的实施中，究竟该如何有效调整区域整体利益和
民户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实际是对政府官员推行新法的决心和行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曾巩所说:
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语言气
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
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
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③
农田水利工程的特点，一方面是如果予以实施，未必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收益;另一方面是
即使不加以实施，也不会立即危害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项需要在较长的时期
中才能看出其效益的事业，在曾巩看来，如果地方官员兴修水利，很可能会被指为兴师动
众，耗费人力物力，自古以来就是施政之难点。即使是秦国修建郑国渠，西门豹治邺渠，虽
然后世人从中获益，但在施工当时，却被指为劳民伤财。因此曾巩提出:要如何才能促使
官吏们任劳任怨，敢于承担风险责任，来实施这样短期内无法看到效益的事业?
针对这种情况，朝廷颁布条例，将兴修农田水利直接列为官员政绩考核和升迁的标
准④，为提高各地推行新法的积极性，朝廷还对此前在农田水利事业中积极行动并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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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表彰，如潭州湘阴县进士李度就因在嘉祐年间“率人修筑两乡塘堤，灌溉民田”① ，
而被嘉奖任命。在这些奖励规定的促进下，各地州县官员纷纷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按照杨
德泉《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效益》一文中的统计，熙宁、元丰年间，
在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有:
表 1 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②
开封府界 中牟县曹村水㳠
京东西
汴河沿岸，汴南诸水，京、索、金、汜、洛、蔡、惠民、广济等河，房家、黄家、孟王等陂及附近
其他三十六陂，许州邢山潩水、石限等河，济阴县古堤河，共城县三渡河旧河槽，金州西
城县长乐堰，唐州东西邵渠、马仁陂及九字等十五陂，襄州古淳河陂堰
京东 梁山泊、张泽泊，济州南李堰，濮州马陵泊
河北
黄河、滹沱河、葫芦河、御河、无棣河、二股河、清水镇河、鱼肋河、秦河、新河、沙河，西起
太行东至海滨的缘边塘泊
河东 汾水、丹河、晋祠水利
永兴军
万年县灞、浐河，郑白渠，武功县六门堰，邠州石门堰至云阳、泾阳白渠之间泾水堤堰，耀
州漆水堤
秦凤路 渭水中上游、洮水流域等
淮南路 濠州钟离县长安堰，定远县楚汉泉
淮西 寿州的古芍陂，宿州临涣、横、斜三沟，万安湖小河
两浙
太湖，湖州松江堤，长淮洪泽河、龟山河、捍海堰，苏州运渠及震泽望亭古堰，扬州陈公
塘，天长县白马塘、沛塘等三十六陂，古盐河，越州鉴湖
福建 莆田县木兰陂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遍布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小型水利事业虽
然没有统计在内，却也在地方志中留下了记载。例如在福建，明弘治《八闽通志》中就有
“桃坑湖”一条称:
熙宁间，又有侵耕之者。知县萧竑困( 因) 括湖塘陂堰，簿而图之，择主领，立经
界，培堤岸，碑于湖之旁。今周五百一十丈，为石斗门三，圳长二千三百余丈，潴干溪
水溉田二十九顷( ，) 跨逍遥清平二里，今俗呼南湖。③
又有“长乐县”条下载:
(宋)萧竑，熙宁中知长乐县，一新庶政，百废俱举。兴水利，根括东、西、南、北四湖。④
又如“元符陂”一条:
熙宁五年，知县崔某，岁督田户，鸣鼓兴筑，不至者有罚。圳长七百余丈，溉田种
千余石，后乡人乞罢之，自是田多旱损。元符初，提举钟某檄知县庄正柔修之。镕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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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以锢其基，溉田如旧。①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到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
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
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但新法的执行过程
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官员们的意见也各自不同，如苏轼就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认为旧日
陂塘被占为耕地已既成事实，如果再予以收回，恐引起民众不满;又可能有人借政府兴修
水利之机，故意将他人的正当田产指为旧时陂塘所在地，以达到侵夺他人财产的目的:
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
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
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②
苏轼所顾虑的问题，在水利工程的实际操作中确有可能出现。但如果因此就全面放弃水
利工程建设，却也正印证了曾巩所说的“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此时距北宋建国
已有百年，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利益关系早已稳固，而对于农田水利法的实施，民
众也存有一些疑虑，例如在河北，民众因为担心修建水田后，会增加税收，因此不愿兴修水
利③，而宋神宗对于民众的反应，则认为“愚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朝廷兴作如实知其利，
假令强率以就功绪，当亦无害，但不可不实耳。”④在他看来，在开展一项事业之初，需要调
动民力，却不太可能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只有在事业成功，让民众看到事实收益后，才
能认可这项政策。他由此认为，只要确定了一项事业能获得足够的收益，即使在初期不能
得到民众的支持，也要加以硬性行政命令，强制其完成。但前提是这项事业必须确实有利
于国计民生，而不能以虚幻的利益为目标。
在原太湖知县李竦的经历中，宋神宗所说的“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得到了一定印证。
太湖县是一个水利工程基础薄弱、易发旱涝灾害的地区，当李竦试图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之
初，并没有得到民众们的信任，但在看到修筑堤岸带来的切实利益后，民众们也开始心悦
诚服地追随建设。如李竦所述:
臣前任知舒州太湖县日，访闻诸乡民田有边临溪江者，频岁力耕疾种，不潦则旱。体
问得皆有古来堤堰潴泄水势，或因积年大水决溃，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傍
近地主，备工料兴筑。民俗始未坚信，粗亦勉从，凡筑成堤岸数处。次年积雨，溪江暴泛，
赖新堤障，遂免漫溺。自昔不植之地，一旦遂为膏壤。由是令复加增葺，众始悦随。⑤
按照规定，每项农田水利工程在实施之前都应当先经过州县调研，将相关利害得失呈报路
级机构后，路级机构再派遣官员进行实地调查，确定可行之后，才能加以实施。但实际上，
农田水利法实施中还是出现了一些被指为急功近利、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从而劳民伤财，
①
②
③
④
⑤
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八闽通志》
(上)卷 22《食货》，第 627 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6《田赋六》，第 70 页上。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至二一，第 4915 页下 b—4916 上 a。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册第5656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8，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第 16 册第 5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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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失败的工程事例。《林希野史》中称:
熙宁间，凡言水利、或理财，或更改利害者，或胥、或商、或农、或隶、或以罪废者，
使乘驿赴阙，或召至中书，或赴司农，不验虚实，便令兴役。其縻费官财，兴调民力，不
问其数。微有效，则除官，赐金帛; 无效者，费调虽多，不问其罪。有司知其妄，不诘
难;诘难，即直诉司农，以为嫉功避事，立加按劾。①
当国家开始大规模工程建设时，确实有可能出现因急于求成、评估失当而导致工程失败的
现象，也不排除有人冀图借施工之机，从政府工程拨款中牟利的可能。前者属于时代所限
的技术问题，后者则需要有效监督以及时制止。在熙宁变法之前，北宋的水利工程中也曾
出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却收效甚微的先例，如宋太宗时期，京西转运使程能建议在
南阳盆地开辟河道，将南方的白河与北方的蔡河连接起来，以使南方物资可以通过这一水
系，北上运抵京师。这一建议得到了宋太宗的赞同，因此调发伏牛—桐柏山附近的唐州、
邓州、汝州、颍州、许州、蔡州、陈州、郑州兵民数万人，经过一个月的施工，凿山开谷百余
里，却因地势所限，无法使水流通过高地继续北上。于是又继续增加役人施工，却终于未
能使水流畅通。再加上山洪暴涨，所修的石堰被冲坏，这项水利工程也就此终止。②
由于现存文献有限，已无法确知熙宁时期每项水利工程的具体利害所在，但通过对一
些具体事例的考察，却可以看出当时农田水利建设中的若干问题。例如两浙路就是北宋
时期农田水利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熙宁五年(1072 年)十一月，原两浙于潜知县郏亶被
任命为司农寺丞、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但次年就被免职。这一事件反映出的问题众多，
可以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行为进行考察。郏亶是太仓人，对太湖流域的水利和地
理问题多有研究，《宋史·河渠志》中记载了他治水方案中的主要内容:
苏州环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又有门堰、
泾沥而棊布之。今总二百六十余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又
因出土，以为堤岸，度用夫二十万。水治高田，旱治下泽，不过三年，苏之田毕治矣③。
郏亶的治水方案是建立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是对太湖流域水利、地理形势作出考察后的分
析结果。他的方案受到后世水利研究者们的肯定，在当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郏亶被任
命兴修两浙水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以至于两浙路的转运使、提刑官都受其约束，
拥有很大的决断权。然而在工程开始后，其作为却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苏州籍官员
吕惠卿也向朝廷陈述郏亶举措失当，严重扰民。次年正月一日，朝廷令郏亶暂停修建工程，
命意见不同的各方官吏分别陈述利害缘由。但就在调查论证期间，正月十五日，当地吏民二
百余人借元宵观灯时冲入郏亶所在的驿庭，指责其举措失当，从言辞冲突发展到肢体攻击，
①
②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0，熙宁五年十一月庚午，引《林希野史》，第 17 册第 5866—5867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太平兴国三年正月甲午，第 1 册第 420—421 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 96《河渠六》，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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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事件。事后朝廷下令停止工程建设，郏亶也被免职。①
从历史记载中来看，郏亶最受指责的问题是严重扰民:为修建水利工程，浙西六郡三
十四县同日开工，每家每户都要出丁夫参与工程建设，因此导致民众大量逃亡。相关的史
料中并没有直接提及郏亶建设水利工程时资金来源的问题，但事后三司总结浙西事件的
经验教训，认为当地的堤防水道已经严重湮废，重建工程量巨大，如果全部调用民力，一定
难以成功，因此建议国家调拨官钱，采用招募民工的方式进行建设②。两相对照，可知郏
亶在筹措工程时很可能并没有动用政府资金，而是采用直接征发民工的方式进行建设，一
切负担均需由民众承担，牵涉范围广，民众负担重，因此受到抵触。
郏亶被免职后，改由沈括负责两浙水利事宜。在王安石看来，沈括系两浙本土人氏，
熟知当地利害，且性格谨慎，因此不会轻举妄作。而沈括确也提出了相对谨慎的建议，经
调查后，他认为两浙水利工程需耗费巨资，因此建议政府另开荒地，在温州、台州、明州以
东的海滩涂地修筑堤堰，围田耕种，以增加专项收入，作为将来修筑水利工程的资金来
源③。这项建议的优势是避开了原有的各种利害关系，另辟蹊径，既可以积累资金以雇佣
民夫兴修水利，也不至动用政府的其他既有储备，因此获得了朝廷的支持。此外，他还根
据两浙不同的水利地理条件，建议对浙西地区浅涸的泾浜进行疏浚，对浙东地区湮没的堤
防水道进行维修，而工程所需要的资金与人力，依然请求由政府出资募工④。
但一年之后，沈括离开两浙，前往河北任提举保甲一职，并出现了“苏人诉沈括等所
筑民田岸围，侵坏良田，横费公私钱”⑤ 的现象，两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未能得到充分改
观。宋代黄震《黄氏日钞》中，曾经有这样的议论:
古人合江浙数郡之规模而成之，虑及万世;后人求一已田宅之利便而坏之，见止
一时。坏之既久，则复之甚难。自景祐以来，岁岁讲求，迄无成功。盖但知泄水，而海
口既髙，水非塘浦不可泄。故东坡尝请去吴江石塘，王觌尝奏开海口诸浦，朝廷皆疑
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吴，尝开茜泾，亦止一时一方之利，而刘悫按行，直谓开海口则反
有风涛驾入之忧。唯熙宁初郏亶力请于朝，尝起六郡三十四县之人以修塘，吏民喧
①
②
③
④
⑤
对于此事的详细经过，《长编》引《林希野史》中记述称:癸丑正月一日，中旨:“郏亶修圩未得兴
工，官吏所见不同，各具利害闻奏。”乃赴司农禀覆，亶奉使浙西六郡三十四县，比户调夫，同日举役，古未
尝有。转运、提刑皆受约束，民愁苦无诉，逃移已多，闻此旨如获更生。亶到郡方二日，怙势作威，郡县苦
之，惭沮无以自容。十五日，士民二百余人诣亶，方与李瑜同坐，众突入驿庭，亶大骇，识杨季孺及一姓王
者，乃以温辞劳之曰:“可上厅说话。”二人云:“以公事来，不敢上厅。”亶再三邀之。二人既登，众从而拥
之，众问作圩不便之事，亶方条陈，众随诘之，亶即入幕中取文书展示云:“前所行下条件尚有未尽，今皆
改正。”众云:“寺丞本以利便上于朝廷，今何得却云错误?”众大噪，骂曰:“瞎汉诳惑圣聪，欺罔朝廷!”骂
声喧然。亶令兵士指约，众益前，亶幞头堕地，一小儿在旁，亦为众人所击，庭下张灯，为众蹂践，宅门亦
破……郡方穷治，民遂畏缩，而亶便欲兴役，尽遣诸令出郊标迁圩地，官吏愁苦。忽中旨到郡令罢役，亶
面如死灰。阖郡传之，诸令鸣铙，而人民皆欢呌如脱重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0，熙宁五年
十一月癸丑，第 17 册第 5824—5825 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七，第 4919 页上 a。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六至二七，第 4918 下 b—第 4919 页上 b。
脱脱等:《宋史》卷 96《河渠六》，第 2381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4，熙宁七年六月乙卯，第 18 册第 6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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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击坠幞头，卒鸣铙散众而止。①
黄震论述了在江浙地区开展水利事业的各种困难，也提到了郏亶的计划因为扰民而告停
止的结局。由此也可以看出，除技术的限制之外，施工中的具体操作也是决定工程成败的
主要因素之一。熙宁时期另有一些地区解决农田水利工程中资金与劳力来源的问题，如
淮南西路的宿州、亳州、泗州和濠州钟离县兴修水利时，就采取了使用常平钱谷的方式，募
人兴修工程。②
郏亶被免职后回到家乡太仓，在居所附近开辟了一片试验田，按照之前呈报给朝廷的
工程方案，在自家农田里进行水利建设，按照井田制修建圩岸沟洫、井浍场圃，结果获得了
大丰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实验成功后，郏亶将其过程制图呈报给朝廷，以证明自
己此前方案的可行性，因此又重被召入司农寺任职。其水利经验理论总结成《吴门水利
书》，其内容也在各种文献中予以保留，受到后世重视太湖流域水利者关注，成为熙宁时
期农田水利事业的相关成果之一。
二 河北平原—南阳盆地间的人口迁移与水利工程的关系③
北宋中后期，位于京西路的唐、邓二州以水利工程促进区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被
认为是熙宁时期的一项重要成就。如徽宗时的京西路计度转运司使王璹曾回顾称:
唐、邓、襄、汝等州，治平以前地多山林，人少耕植。自熙宁中，四方之民辐凑开
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④
对唐、邓二州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会发现当地在宋仁宗末期就已进行开发，但其取得较
大成果并形成影响，则是在熙宁时期。在农田水利法推行的时代背景下，唐、邓二州的经
验成为政府表彰与推广的对象，而与其相关的河北流民南下问题也在熙宁时期表现出来，
并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分析这一历史现象的详细过程，可对当时农田水利法实
施过程中，反映出的区域发展与政府调控等问题形成更直观的认识。
北宋时期的唐州和邓州位于京西路的南阳盆地内，这里也称南阳平原，是京畿附近除
黄淮平原之外的第二大平原地区。该区域的东、西北、西南三面分别为桐柏山脉、伏牛山
脉和武当山脉所环绕，地势北高南低，平原中有汉江的两条支流唐河和白河流过，自南向
北流入汉江，形成冲积平原。南阳盆地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但历经唐末五代战
乱之后，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其社会风俗甚至是“唐、邓之俗，家有病者，虽父母亦弃去弗
省视，故病者辄死”⑤，可见其衰落情形。北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唐州人口密度仅
①
②
③
④
⑤
黄震:《黄氏日钞》卷 84《代平江府回裕斋马相公催泄水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 页
a—b。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1，熙宁五年十二月壬辰，第 17 册第 5884 页。
本节中各项人口数据来源于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 3 卷《辽宋金元时期》的第 4 章中，
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所制的表 4—2《北宋南方、北方各府州军的主客户
户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2—135 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一三，第 4968 页上 a。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干德元年七月戊午，第 2 册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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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0． 8 户 /平方公里，邓州也仅有 1． 2 户 /平方公里①，按每户 5 人计算，分别只有 4 人 /平
方公里和 6 人 /平方公里，属于地广人稀区域。直到宋英宗时期，这里的发展程度依然较
低，当时唐州知州高赋曾将当时的情形与唐代加以对比，结果是:
( 高赋) 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图籍考之，自唐干元时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
有四。历五代乱及本朝承平，今领县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②
按照比例计算对比，唐干元时每县有 6092 户，宋治平时每县只有 1539 户，几乎是唐时的
1 /4。可见北宋时唐州的人口密度不但低于其他地区，同时也低于其历史水平。由于北宋
建都开封，距离南阳盆地较近，当地又存在大量闲田，自然条件也适合农业开发与民众居
住，因此重新开发南阳盆地就成了北宋立国后的一项区域重点目标。许多京西路官员都
曾采取相关措施，如吴充“徙京西路转运使，唐州流人自占旷土，贷与五百万为买牛钱，约
丰岁偿”③，又有阎充国“移唐州湖阳令，唐故地广，而耕者不足，故户多莱田。州守募民
增赋，以自占主不得有，于是豪右因缘夺民良田，诸邑大扰，君独以法拒之，邑人赖焉”④，
都为南阳盆地的区域开发做出了一定努力。
在政府的安排下，当时还常有向这一地区迁入移民的记录，甚至连辽国内迁的灾民也
被安置到这一地区⑤。但直到宋仁宗嘉祐年间，这里仍然处于地广人稀状态，甚至有人建
议将唐州降低行政等级，设为县治。此时出任唐州知州的赵尚宽坚决反对降州为县的建
议，同时在当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招徕移民，实行区域开发。据《长编》记载:
天下生齿益蕃，田野加辟，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入草莽者十
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请以卒屯田，或请废为县。知州事、比部员外郎赵尚宽曰:
“淮安古称膏腴，今田独芜秽，此必有遗利。且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徕，何必废
郡也?”乃案图记，得召信臣故迹，益发卒复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万余顷。又教民
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集，尚宽复请以荒地计口授之，及贷民
官钱买牛。比三年，废田尽为膏腴，增户万余。⑥
赵尚宽发动士兵在唐州修整的三大陂、一大渠，以及发动当地民众自行修整的数十条小陂
渠，成为奠定此后唐州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在唐州的水利工程状况改善后，大批流民被吸引
到此处定居，认耕荒地，官府还贷款给民众购买耕牛。这些措施都极大推进了当地农业经济
的发展，此后南阳盆地的人口也大幅增长，这种状况在此后的神宗元丰年间到徽宗崇宁年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 3 卷《辽宋金元时期》，表 9—4，第 398 页。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 43《集贤院学士致仕髙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本，北京:线装书
局 2004 年版，第 418 页下 b—419 页上 a。
李清臣:《吴正宪公充墓志铭》，载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 2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4 页 b。
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 14《朝议大夫阎君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本，北京:线装书局 2004
年版，第 477 页上 a—b。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9，天圣七年三月，“给契丹流民田。契丹饥，流民至境上，上曰:
‘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诏给以唐、邓州闲田，仍令所过州县给食。”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93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2，嘉祐五年七月辛丑，第 14 册第 4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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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得尤为明显。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的数据计算，经过
120年的发展，北宋后期崇宁元年(1102 年)时的全国人户总数是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时的 2． 82倍，而邓州和唐州的人户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 460%和 1111%，远远超过了全
国平均水平。从赵尚宽经营唐州的记载中可知，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在宋仁宗末期到宋神
宗初期就已出现，其发展基础也是在赵尚宽知唐州时即已奠定。而在赵尚宽离任后，继任的
知州高赋同样执行开辟荒土、召募饥民的政策，南阳盆地的人口继续增长:
( 高赋) 相其川原曰: “是皆沃壤，可辟而人力不至，与弃之无异。”募两河饥民，计
口与田。比公罢归，増民万一千三百八十户，给田三万六千三百三十八顷，而山林榛
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①
从赵尚宽与高赋的举措中可见，二人均执行了修建水利工程、招揽移民和开辟荒田的措
施。唐、邓二州在北宋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极快，如果单凭自然增长，并不能收到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明显成效。由当时的历史记载可知，当时造成人口剧增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流民的迁入。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契丹、陕西、河北、湖北、淮南、河
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而来自河北的流民应是其中的主体。据韩茂莉《宋代
农业地理》一书中的统计，在北宋的 167 年中，黄河流域共有 55 个年份出现水灾，79 个年
份出现旱灾，52 个年份出现蝗灾，除去灾害叠加并存的年份后，未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的年
份仅有 52 个②。由于北宋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主要出现在河北境内，因此这些灾害对河
北平原影响最为严重。又因黄河频发决口改道，造成大量人口外流，从太平兴国五年
(980 年)到崇宁元年(1102 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 182%，而河北东、西路却分别只有
82%和 114%，远低于全国平均值。从元丰元年(1078 年)到崇宁元年(1102 年)间，河北
平原的人口发展更是进入了停滞期，从表 2 中的数据可以看到，当时河北东路的人口几乎
为零增长，河北西路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表 2 北宋时期河北平原与南阳盆地户数增长对比表
府州军 太平兴国 元丰元年 崇宁元年
京西南路(唐、邓州合计) 27804 67476 204079
河北东路(合计) 366887 668167 668847
河北西路(合计) 257677 566762 552415
屡次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给河北造成了巨大人口损失，庆历八年(1048 年)黄河决
口之后，在河北境内形成河道迁徙，67 万河北灾民涌入相邻的京东路，虽经当地全力赈济
救援，最后也只有 50 万人存活③，直接减损率达到 25%。而当时的河北灾民出走范围较
大，在距离河北更远、赈济力量更薄弱的地区，灾民死亡率只会更高。这场水灾之后，河北
农民流徙大半，在后来的两三年里，也只有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上等户有可能返回原籍。
①
②
③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 43《集贤院学士致仕髙公墓志铭》，第 419 页上 a。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 页。
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 17《富郑公行状》，第 498 页下 b—第 499 页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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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年间，唯上等有力，或可归业，自余流浪忘返，卒无还期。”① 北宋时期上等户大约
只能占到总人口的 15%左右，而其他经济条件较差的流民则滞留在外地，很难返回河北。
这种大量人口外流，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都是使河北人口
增长停滞的原因。
在宋仁宗时期，河北灾民的大规模外流即已引起关注，庆历六年(1046 年)，26 岁的
王安石在汴京目睹了因河北旱灾而南下京师的流民，由此写下《河北民》一诗: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
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
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②
此后王安石一直表现出对开发南阳盆地的支持，这次目睹灾民的情形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当赵尚宽在任时，唐州开发了大片闲田，据称新增户口数在一万以上，这些政绩受到朝廷
的大力表彰，时任三司使的包拯还专门上奏，要求赵尚宽继续留任唐州。赵尚宽在唐州的
经营，成为仁宗后期到神宗前期，全国农田水利事业中最引人关注的事迹，王安石和苏轼
分别作《新田诗》和《新渠诗》，对赵尚宽的政绩作出了充分肯定和歌颂。然而据事后查
证，虽然唐州的农业水利和移民垦荒事业成效显著，但其中也存在着虚报数字的现象:
提举京西路常平等事陈知俭言奉诏案唐州近年招诱民户开荒田增赋事，前赵尚
宽任内，兄弟父子重复诡名者四百余户，及签判张恂伪加水田顷亩，并开修黄、王池二
陂不实事状。③
包拯曾经奏称赵尚宽招揽的淮、湖、河北等地流民共有万余户，但对于新增的一万多户口
数，最后官方承认的统计数字只有二千余户④。但由于赵尚宽在开发农田水利方面的政
绩，宋神宗并没有因此进行惩处，后来继任的高赋也同样受到表彰:
先是，王安石为上言: “高赋兴水利，事功甚多。”……上谕执政曰: “尚宽等在唐
州辟田疏水，招辑人户，殆无旷土，已有成效，宜宣布治状，并与加职，以劝天下。”⑤
又由于朝廷对唐州水利事业的表彰，以及南阳盆地富有继续吸纳人口的能力，使得全国各
地的流民继续向这里集中。虽然南阳盆地迁入移民的来源众多，河北平原外流人口也有
不同去向，但这两个区域的人口变化之间还是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而且从几次河北
人口大规模外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熙宁之前，包括庆历年间黄河决口在内，当时的河
北流民去向不一，“东走登、莱、潍、密，南奔淮、楚、荆、襄，西至并、代、关、陕，北投幽燕及
山后诸镇，睽离四散，无所不之”⑥，庆历八年的 67 万人涌入京东路就是一例。但从熙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富弼《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田》，载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05《财赋门·营屯田》，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32—1133 页。
据李德自《王安石诗文系年》一书考证此诗作于庆历六年，时王安石在京师。李德自:《王安石
诗文系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2，熙宁三年六月壬申，第 15 册第 5148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2，嘉祐五年七月，第 14 册第 4637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3，熙宁五年五月壬辰，第 17 册第 5656 页。
富弼:《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田》，载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05《财赋门·营屯田》，第
1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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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开始，河北移民南下的现象尤其显著，其中有两次规模尤为巨大。第一次发生在熙宁
元年七月，河北发生大地震，灾民大量南迁。黄庭坚《流民叹》一诗中写道:
朔方频年无好雨，五种不入虚春秋。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
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
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
此诗又有注称:
按实录，熙宁二年正月，判汝州富弼言，唐、邓、襄、汝地广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
众。若尽给以闲田，使获生养，实两得其便云云。此诗言河北灾伤，流民至襄、叶间，
可见在叶县作。①
据记载，当时每天都有数万人渡过黄河向南方迁徙，持续数月。由此来看，这次人口迁徙
的规模应当不会小于庆历八年(1048 年)。当时流民的主要去向除南阳盆地外，还有桐柏
山东侧的汝州等地。如富弼描述:
臣昨在汝州，切闻河北流民来许、汝、唐、邓州界逐熟者甚多……只路上所逢者，
约共六百余户、四千余口。其逐州逐县镇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见者，并臣于许州
驿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见者，比臣曾见之数，恐又不下一二百户、三二千口，
都计约及八九百户、七八千口。其前后已过，并今未来，及有往唐、邓、蔡州等处，臣所
不见者，又不知其数多少。扶老携幼，累累满道……臣每亲见有七八量大车者，约及
四五十家，二百余口，四五量大车者，约及三四十家，一百余口;一两量大车者，约及五
七家，五七十人。其小车子及驴马担仗之类，大抵皆似大车，并是彼中乡村相近邻里，
或出车乘，或出驴牛，或出绳索，或出搭盖之物，递相并合，各作一队起来。②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河北的大规模外流人口开始在南阳盆地定居，从而使河北
人口的停滞增长与南阳盆地的人口剧增之间产生了因果关系。从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
因北方遭受自然灾害，民众因此自发进行的人口迁徙现象，然而据郑獬在《郧溪集》中的
记载，这种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原因，却是唐州派遣官吏前往河北宣传，招徕民众向南阳盆
地迁徙的结果:
臣窃见河北之民自去秋以来，相携老幼，皆徙于南方，累累道途，迄今不绝，不知
几万户，兹非细事也……盖其原起于唐州之开旷土，而成于河北之譌言。何者? 唐州
官吏冒赏贪功，遣牙校赍牓于三边，招诱户民十有余年，于是三边始有迁民。③
可见早在此前十余年的宋仁宗时期，唐州就已经在河北进行宣传，按照时间计算，这很可
能就是赵尚宽在任时期发生的事件。但从赵尚宽虚报户口的情况看，早期的效果尚不是
特别明显，但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这种宣传逐渐在北方形成影响。另一方面，当唐州的开
①
②
③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 1《流民叹》，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34 年版，第 12
页 b—13 页 b。
富弼:《上神宗论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给田土》，载越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06《财赋门·荒
政》，第 1139—1140 页。
郑獬:《郧溪集》卷 13《论河北流民劄字》，宋集珍本丛刊本，北京:线装书局 2004 年版，第 15 册
第 122 页上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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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初见成效后，正值王安石变法开始，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推行，朝廷对唐州水利的建设事
业进行了大力表彰，使其成为当时全国农田水利运动中引人关注的事迹，这种宣传也对外
地民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熙宁元年七月河北大地震后，唐州的宣传经过十余
年，也已在当地深入人心，致使河北灾民大量向南阳盆地迁徙。“一人摇之，百人酬之。
一乡之间，但见南徙者众，故相随而亦迁。即询究其所以迁之理，则不出前之所言。是彼
亦未能熟较利害，但云南方谷贱有旷土，可为生耳。”①
两河流民的南下，也给时人带来了许多担忧。首先是担心河北农业受到影响，“水灾
之后，农民太半流徙，从来沃壤，尽为闲田……河朔逃田，尽成废业;河朔军需，无以供
应。”②又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如韩维在知汝州时“闻河东贫民多入唐、邓间，以就熟请
田，遂令城门抄录所过人数，十日中约有二千余口。虽闻唐州向曾招诱，窃虑今者人数并
多，难以尽应其求，万一岁或不登，重使流离，别至生事”③。再次，由于河北是边防重要地
区，当地人口的流失也会引起国防安全问题。河北人口的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发生在熙宁
七年(1074)，北方地区遭遇特大旱灾，河北灾民继续大规模外流。这次又有大量前往京
西路的流民出现在京师附近，这也正是河北流民渡过黄河南下，经开封前往南阳盆地的路
线。这次流民数量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当时沿黄河渡口的澶、卫两州每月都要统计渡
河南下的流民数量④，滞留开封的灾民也有 3 万人⑤。出于这些原因，唐州的流民招揽政
策受到批评，认为其破坏了河北形势的稳定。宋神宗对河北流民问题也有所注意，认为
“不速禁止边民流散，于守御之计极不便”⑥，令澶州官员采取措施加以安置。
当时河北流民南下路线一般是渡过黄河后经过汴梁，再向西南前往唐、邓二州，因此
常可看到大量河北流民经过京城的记载⑦。当时监汴梁城安上门的官员郑侠将所见灾民
惨状，绘成《流民图》上奏神宗，这次事件也成为导致王安石罢相的重要原因之一。
熙宁之后，河北的情形也未完全好转，每逢灾荒年份，仍会出现“一大郡有流民至十
余万人处，其小郡亦无虑万人，虽小邑亦数千人”⑧的情形。而南阳招募流民的影响也未
完全消除，一遇灾荒，流民继续南下，官员晁说之从国防角度出发，认为河北是国家根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郑獬:《郧溪集》卷 13《论河北流民劄字》，第 15 册第 122 页上 b—下 a。
富弼:《上仁宗乞拨河北逃田为屯田》，载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05《财赋门·营屯田》，
第 1132—1133 页。
韩维:《南阳集》卷 25《论河东流民劄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 页 b—第 2 页 a。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卯，第 18 册第 6121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5，熙宁七年八月癸巳，第 18 册第 6243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6，熙宁七年九月庚子，第 18 册第 6249 页 2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1，熙宁七年三月乙丑，第 18 册第 6139 页:“上批:‘比来流民往
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中书言:‘民既失业流移，道过京师，苟给以粮食，
远近相传，来者不已，则难以周给，而近畿又未有兴工用众之役以募之。臣等以为莫若诏流民所往州郡，
募其少壮者充役，疾病老幼者则计口给食。’遂诏京西路监司官分定州军速检计，随处当兴大小工役，募
流民给钱粮兴修。”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 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34
年版，第 18 页 a。
88 《中国文化研究》2014 年夏之卷
而这种人口外流将会导致河北局势不稳，为国防安全埋下隐患:
前日河北流民多得新田于唐、邓、许、汝之间者，物贱役轻，非河北比。今日灾歉
之民其心动揺，每遇无年，一人投袂而起，负老襁幼随之者，百十为伍，渡河而南，惴若
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耶? 夫河北之所以重于天下者，非谓太行常山之险，河漳滹沱
之阻也。谓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业，武于山河也。今岁岁蹙之，去北而南，舍畎
亩而就沟壑，则虽有天险，孰为之守耶? 言之及此，可为寒心。①
但由于河北人口基数较大，其密度在宋初时处于全国首位②，虽然后期人口增长缓慢甚至
停止，直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 年)时，其人口密度仍然居全国第三位。北宋灭亡
后的建炎二年(1129 年)，金兵攻入南阳盆地，由于当时河北经历战乱，人口锐减，便将当
地居民迁往河北平原以充实户口③。北宋时期由河北向南阳的移民路线因此发生了逆
转，在此后的宋金对峙时期，河北平原由宋辽边防对峙地带转而成为金朝的腹地，生产恢
复，人口数量逐渐回升，而南阳盆地的唐、邓二州则成为宋金交战的前线，人户凋零，北宋
时期开发南阳盆地的成果也受到严重损失。
三 总结
在熙宁诸项新法中，农田水利法受到了较多的肯定。从太湖平原和南阳盆地建设水
利工程的不同成效中可以看出，农田水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主导与筹措，这项
政策实际考验的是各地方政府管理区域社会的能力。区域发展程度越深入，经济越发达，
各种社会关系越稳固，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难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两地的成效
差异固然有官员在具体筹措上的区别，但也可以看出，就民众个体力量而言，太湖平原的
人们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而南阳盆地的流民们还需依靠政府发
挥主导作用，才能进一步实现区域开发。
南阳盆地的水利工程建设与区域开发过程，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态势。由于地
广人稀，必须凭借外来人口才能实现区域开发，因此引出了河北平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问
题。北宋时期河北人口增长的停滞，其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和政府应对措施的不
力;而南阳盆地人口的迅速增长，则是由当时的水利工程和带有政府导向的移民鼓励政策
所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唐州地方官员为区域开发做出的努力，但其招徕移民
政策给河北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在国家的全面发展背景下，某一区域的个
体发展也可能会对整体平衡造成影响，河北和南阳两地之间的水利建设、移民与区域发展
和互动演化情形，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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